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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有许多让官员算“生态账”
的生动实践。

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建立了规范、权威的国家审
计制度。《周礼》记载了掌管山林川泽的虞衡制度，周文
王颁布的《伐崇令》明确规定对破坏森林树木者要重罚。

据《淮南子》记载，解扁担任魏国东部地区的长官，
在给国君魏文侯的财政报告中说，辖区内的国库收入
是以往的三倍。财政部门也向国君请求给解扁奖励。可
魏文侯敏锐地提出来：你辖区内的土地、人口都没有增
加，为何国库收入能增加这么多？解扁不无得意地答
道：我的办法是发动百姓冬天砍伐森林树木，等春天河
流解冻后再将其连成木排运出山林，通过卖木材大大
增加了国库收入。对解扁牺牲百姓利益和资源环境来
增加国库收入的“经济账”，魏文侯不但没有奖励，反而
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得来的收入不可持续、不可用，还痛
斥其所作所为名义上有功却实际上有罪。

与魏文侯痛斥解扁的故事相比，明朝时期四川剑
阁地区建立的“交树交印”制度，或许更能彰显中华文
化对人类生态文明的贡献。四川省境内，以剑阁为中
心，北起阆中，南至成都，有一万两千多棵古柏树分布
在古蜀道上，蜿蜒三百里的剑门蜀道两旁，古柏分布尤
为集中，得美名曰“翠云廊”。这些古柏俗称“张飞柏”。
相传，三国名将张飞担任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太守
时，为防止部队在深山迷路、便于夏季避暑行军和商贾
百姓行走，组织动员军民修道路、种柏树并严加保护。

三国之后，晋、唐、宋、元等朝代都重视对“张飞柏”
的保护。史载明朝正德年间，李壁担任剑州知州时，令
全州人民广植树木，在古蜀道上补植大量柏树并发出

“官民相禁剪伐”的禁令。从那时起，每逢新官和旧官交
接任，都要核查清点当地古柏树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并依此进行奖惩。由此形成的“交树交印”制度，成为我
国古人算“生态账”的不朽实践，或许也是人类政治文
明与生态文明有机融合的最早典范之一。

（《中国青年报》）

古人如何算“生态账”

“拒亲诗”。《吹险录》中有则轶事，说是闽南地区有
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寒窗苦读终于考取进士。刚刚考
上便有人登门提亲了。韩南哭笑不得，于是提笔写了首
诗赠给提亲者：“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
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这位先生已然
是古稀老人了！最后两句，真是嘲讽怒骂，入木三分。

“近视诗”。《秦饭录》中有首“近视诗”，读来颇为有
趣：“笑君两眼忒稀奇，子立身边问是谁？屋漏日光拿蛋
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壁画磨伤鼻，为锁书橱夹住
眉。更有一般堪笑处，吹灯烧了嘴唇皮。”全诗通俗易
懂，以夸张的手法，对近视者进行了善意的调侃：身旁
站个大活人都看不清，阳光漏进屋里，居然以为是鸡蛋
掉在地上而弯腰去捡；月光下，花影一动，以为是树枝
而去拾起。看壁画时欲看清而前凑，结果把鼻子碰伤
了；锁书柜时把自己的眉毛给夹住了！最可乐的是，吹
灯时，因凑近油灯而把嘴唇给烧了。

“讽核诗”。《解颐赘语》中载，明朝时，德化县令应履
平才华横溢，吏部对他任职期满考核时，他的政论写得
非常出色，但因身材矮小、穿着不够华贵而未得到升迁。
一气之下，他便在都城门前题写了一首诗：“为官不用好
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更有一般可笑处，衣裳糨得硬绷
绷！”这是对“上锋”以貌取人、以衣论官的极大嘲讽。

“光头诗”。《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明朝时，京师
士大夫冬天都喜欢戴一种用貂皮制作的棉帽，名曰“帽
套”。一位官员戴着帽套上街时，被人抢跑了。次日上
朝，同僚见他光着脑袋，便仿照崔颢的《黄鹤楼》写了首
诗：“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
返，此头千载空悠悠！”诗一出口，朝堂之上，笑声哗然。

“下第诗”。《随园诗话》中记载，书生唐青臣科考落第
归来，写了一首幽默的“下第诗”：“下第远归来，妻子色不
喜。黄犬恰有情，当门卧摇尾。”——名落孙山后，妻子给
他“脸色”，只有家里的黄狗乐颠颠地欢迎主人归来。全诗
用对比的手法，对“人心向利”的世相进行了鞭挞。

（《神华能源报》）

古人趣诗几幽默

▲盐池神庙 记者 刘亚 摄

□安介生

一

从历史上看，山、陕两地人民
供给边地以营利的做法，从秦汉
时期已经开始了。如《史记·货殖
列传》载云：“及秦文、孝、缪居雍
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
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
晋，亦多大贾……杨、平阳、陈西
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
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
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
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
羡。”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出于地
缘关系，秦晋或山陕两地处在一
种十分紧密且特殊的经贸网络关
系体系之中。这种经贸关系体系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或两种路
径：一是秦、晋均地近边界，均有
供应边防需要之责任及与边外民
族开展商贸往来之便利；二是秦、
晋两省之间因地缘关系，贸易交
流同样十分频繁，无论是“东通三
晋”还是“西贾秦翟”，秦、晋两地
都将对方视为区间贸易、交通的
首选目标。

而边塞盐粮贸易，同样是促
进明代山陕商人势力大发展的主
动力之一。《明会典·盐法》称：“国
朝盐课，专以供给边方粮饷。或水
旱凶荒，亦藉以赈济，其利甚博。”
即利用食盐专卖权来解决边塞驻
军的粮饷供给，这是明代最重要
的经济制度之一。

出于地域毗连的关系，山、陕
百姓在边境盐粮贸易中发挥着主
导作用。如位于晋西南地区的河
东盐池，是明朝盐业供给的一大
基地，明朝特设河东都转运盐使
司，河东盐的行销地主要集中于
陕西、河南、山西三省。根据《明会
典》，河东盐运司岁办盐的数量达
到六千零八十万斤。又河东盐运司
每岁办盐四十二万引，存积盐一十
二万六千引，常股盐二十九万四千
引。河东盐的行销地主要有西安、
汉中、延安、凤翔、归德、怀庆、河
南、汝宁、南阳、平阳、潞安十一
府，汝州、泽州、沁州、辽州四州。
河东盐行销地包括陕西布政司的
大半地区与河南布政司部分地区
及山西布政司的南部地区。

二

开中制度是明朝官府召商解
决边地粮饷问题的最主要方式之
一，而开中制度正是在山西等地
开始的。洪武三年六月辛巳，“立
开中盐法，从山西行省请，诏商输
米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
省多召商中盐，以实边储，自五石
至一石有差。”《明史·食货志》对
此进行了详细的解析：“有明盐
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
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
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
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
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
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
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
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
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
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
行。”明臣庞尚鹏在《清理盐法疏》

中指出：“窃惟国家经费，莫大于边
储，两淮煮海为盐，岁课甲天下，九
边之供亿，实赖之。先年边计常盈，
公私兼利……”利用盐引之利，来吸
引商贾向边镇地区贩运粮食，是开
中制度的核心。

虽然明代的开中制度经历了一
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但“善法”
并没有得到善终。应该承认，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开中制度得到了广大
商人的响应，获利甚厚，如明代学者
章潢在《屯盐总论》一文中详细描述
了当时的情形。

“盖国初供边而以盐利，其制盐
利也，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故
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
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谷粟，自立
堡伍。所以边兵亦藉商财，春耕借为
牛种之费，秋成即为售还之资。千里
荆榛，尽成沃壤。成化初年，甘肃、宁
夏粟一石易银二钱，边方粟无甚贵
之时，以其储蓄之富也。”

“一石粟易银二钱”，一时成为
边塞地区经济富庶的典型体现之
一。又如王德完在《救荒无奇及时讲
求以延民命疏》中指出：“边塞转运
甚难，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惟召商中
盐纳粟，谓之飞挽，言无转输之劳，
而有刍粟之利也。国朝洪武、永乐
时，边商引盐一引，止输粟二斗五
升，小米不过四斗，商利甚巨。故耕
种甚勤，边地大垦，仓廪自实……”
同样出于地缘的便利，山陕商人积
极加入“中盐”的行列，从而成为当
时“边商”中的骨干力量，为保障西
北边镇的供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如涂宗浚在《边盐壅滞饷匮可虞
疏》中所云：“延镇兵马云屯，惟赖召
商买引，接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
召集山西商人承认淮、浙二盐，输粮
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
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二百年
来，未闻壅滞。”延绥镇的例子，明白
无误地证明了山西商人对于西北边
镇供给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弘治年间
开始，开中制度在调整过程中逐渐
被废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边镇地区的粮食供给与盐粮贸易。
其转折点就是颇有争议的“叶淇变
法”。《明史·食货志·盐法篇》释云：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
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
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
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
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
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
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

支之苦。一时太仓银至百余万两。然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
贵，边储日虚矣。”《明史·兵志·边防
篇》又云：“初，太祖时以边军屯田不
足，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富商大贾
悉自出财力，募民垦田塞下，故边储
不匮。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始变
法，令商纳银太仓，分给各边，商皆
撤业归，边地荒芜，米粟踊贵，边军
遂日困。”叶淇变法，导致“开中法”
废弛，对于北方边镇的影响是无法
否认的。变法之后，发卖盐引之权收
归官府，位于北京的“太仓”成为盐
引交易的中心。这样一来，商人只须
备足银两赴京购买盐引即可，再无
远赴塞上转运粮饷的麻烦了。但是，
以盐引专卖来解决边地粮食短缺为
主要目的的开中制度至此开始走向
名存实亡的阶段。

“叶淇变法”不仅导致了边地形
势发生变化，还直接导致了北方边
镇粮食供给的匮乏。如果仅将盐引
交易作为政府利用专卖权来进行营
利、逐利的方式，那么商贾们自然趋
利图便，移居江淮产盐之地，就近进
行盐引的购销活动，省去了边地屯
粮及运粮的种种麻烦。但是，如此一
来，边地被遗弃、被淡忘，是自然而
然的事了。虽然官府与商贾们都可
通过盐引专卖得到丰厚的回报，但
是“开中法”想解决的主要矛盾，即
边粮供给问题却被抛在了一边。

但是，边粮供给问题却是不容
长期“悬而不决”的，也离不开广大
商贾的贸易活动，“叶淇变法”的另
一个结果，是“边商”与“内商”的分
野。所谓“边商”，就是弘治以后，在
大批商人包括山陕及淮商大量内迁
至江淮之后，又出现的一批活跃在
边塞地区的山陕商人。如明朝人吴
易也认为开中制度废弛，始于弘治
年间，而大“边商”的出现，则始于嘉
靖年间。他指出：“商屯行于洪（武）、
永（乐），改折于弘治中，其事遂废。
虽嘉靖间，山、陕各边多拘土民纳盐
粮，号曰边商，然所纳者不过多易粮
粟，与官揽兑支，无复有垦田之事。”

开中法实施之初，由于利润丰
厚，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纷至沓来，
因此并没有“边商”与“内商”之分，
而与开中制度的变化直接相关，商
人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分化。
在大批富商大贾包括山陕及淮商大
量内迁至江淮之后，又出现了一批
活跃在边塞地区的山陕商贾，留在
边区继续从事贸易活动，他们也被
称为“边商”，实际上大多为山陕“土
著小民”。

（本文摘自上海远东出版社《遥
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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